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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年收入几十万的国企员工问：我们也涨一倍？快报专访省委党校和浙江大学教授：

部分企业偏高收入要调节，最低工资标准需提高
对既得利益格局动刀，才能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2012-11-27 
     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年收入几十万的国企员工问：我们也涨一倍？

     快报专访省委党校和浙江大学教授：部分企业偏高收入要调节最低工资标准需提高

对既得利益格局动刀，才能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我已经有半个月没吃过肉了，吃不起。每个月实际上到手的只有800多元。如果能当上经理，月收入就能到3000元，我想那时日子才能不惶恐，肉也就能吃起了，可是太难了。”这是北京一家餐厅服务员、“90后”农民工童丽娜的心声。

     也许能让她以及更多人看到更好未来的是，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目标。

     这一目标如何计算？是否人人在八年后的收入都能翻一番？如果富者愈富，贫富人群之间会不会依然横亘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针对这些问题，都市快报记者近日专访了浙江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李炯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备军。

  现有物价水平不变 收入增加一倍

     翻一番怎么计算？十八大代表、规划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说：“按照规划惯例，这个‘翻一番’目标自然是扣除价格因素，是货真价实的倍增计划。”具体来说，“翻一番”以2010年为价格基期，按不变价格来计算。

     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9109元和5919元。考虑到通胀因素，到时人均收入数字，会超出38218元和11838元。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明确说，“收入翻番”的收入，是扣除交纳的所得税、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险费等税费后的收入，“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在现有物价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你的收入增加了一倍”。

     但这并不意味着，8年后，人人的收入都是目前的两倍。浙江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李炯笑着说：“我最近到一家国有大型企业去讲课，他们的普通员工一年收入十几万元，中层干部二三十万元。在我看来他们的收入已经很不错了，结果还有人问我，按收入倍增计划，是不是我们的收入到时也会增一倍？”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说，联系报告所提的“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要求看，这个倍增应该是让低收入者收入增长得多一些，中等收入者平均增长，而高收入者增长得慢一些。

 实现“倍增”应民富优先

     事实上，在本世纪第一个10年中，居民收入水平已经实现了翻番。但扣除价格因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9.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1%，与同一时期GDP年均10.2%的增速相比仍有一些差距。近些年来，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2008年最低，只占47.9%。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较大幅度下降，将导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大幅下降，从而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于投资拉动，优化经济结构变得困难。

     浙江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李炯认为，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低，还只计算了“税”的部分，如果把其他的“费”也一起算进去，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将更低。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按国际惯例，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般最低在60%，即政府和企业拿走的国民收入不会超过40%，但中国现在颠倒了。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备军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地区的财政收入，比地方GDP上升得更快，在越发达的地区，表现越明显。在江浙一带，一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十几到二十倍。这样的财政增速，明显是扭曲的。

     十八大报告提出，应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有专家认为，要实现收入“倍增”，就要首先实现“民富优先”。

  人均收入差距已达“悬殊”空间

到2020年，人均收入翻番难不难？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两个同步”、“两个倍增”。“两个同步”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同步；“两个倍增”指的是国内生产总值倍增与城乡居民收入倍增。

     根据历史数据，从1979年至2011年，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年均增长7.4%，2002年至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速分别为9.2%和8.1%。

     胡鞍钢测算，只要今后人均收入年均增长7.2%左右，就可以实现“翻一番”的目标。而根据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的测算，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只要经济年均增速达到6.9%左右，GDP和居民收入双倍增就可以实现。

  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中心研究员蔡志洲说，没有经济增长，改善生活就难以实现。“居民收入要改善，必须要转变发展方式，改变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更加注重投资与消费的协调。”

     十八大代表、浙江嘉兴市委书记李卫宁说，党中央更加重视改善民生，这是实现人均收入增长的最大优势，难点却存在于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等方面。

     在李炯看来，目前，在高收入阶层和中低收入阶层之间，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之间，东部和中西部之间，以及阶层内部如高管和产业（一线）工人之间，普遍存在着人均收入差距过大。“如果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我们已经达到‘悬殊’的空间，大大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

     有观点认为，居民间收入差距过大，非一日之寒。诸多原因中，垄断和权力寻租是社会大众最为不满的。汪玉凯认为，造成利益分配格局扭曲的根源在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不仅仅存在‘灰色权力’，还存在‘灰色资本’和‘灰色暴利’。其中，公权力得不到有效控制是最重要原因”。

  建议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个税起征点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明确指出：“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社会不公正是其一，而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社会不公的重要根源。”

     有消息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已明确将在2012年第四季度制定，力争年底前出台。有专家认为，这次改革，将以“提低、调高、扩中”为主线，这也是不少专家对实现收入翻番目标途径的共识。

     苏海南说，“提低”就是要普遍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提高城乡贫困居民的保障标准、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以及提高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中一线劳动者的收入。

     “目前在企业内部，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太低了，我们的最低工资标准太低了！”李炯说，不能寄希望于企业给员工多发工资，因为这只是微观行为，政府不能够直接干预，但政府可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现在很多企业，国家出台最低工资标准，他们就按最低工资标准，员工的工资反而下降了。”

     在李炯看来，最低工资标准还需要“补课”：“早几年，我们的最低工资标准没有和经济增长同步，已经落后了，如果现在同步，那还是落后。关键是看前几年缺的那块是不是能补上去。”

     提高个税起征点，也将是“提低”的重要手段。目前，个人所得税在国家税收中占比低，而且主要来自工薪阶层。李炯建议，至少将居民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到5000元，也就是中等收入人群可以承受的水平。

  必须对既得利益格局动刀

     与“提低”相比，也许更难的是“调高”。

     苏海南认为，“调高”主要有三方面，包括调节部分垄断行业企业的偏高收入、调节部分高管的偏高收入、调节某些社会群体的偏高收入。

     郑备军认为，国有垄断企业需要在税负方面“让利”。国有垄断企业每年两三万亿元的利润，有的来自垄断，有的来自“租”，也就是“租用”全体国民共享的资源。目前，我国对资源税的征收比例偏低。如果提高资源税的增收比例，“租”的那部分利益，自然会转到政府手中。在税收总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老百姓和其他企业的税负自然也就减轻了。

     汪玉凯提出，必须先对公权力、既得利益、利益格局动刀，才有可能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让社会收入差距变小。比如，只有启动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对一部分官员的不合理、不合法财产进行追究，才能有效控制政府过高的行政开支、减少不必要的税费等等，真正让利于民。“光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本身，它承载不了这么大的使命。”

     “说调节偏高收入，这可能会让一些社会‘精英’群体不悦。”李炯说，“调高”的难点，在于决策层“不想改”，“垄断阶层不仅仅是既得利益者的群体，他们最大的优势还在于，对决策层有很强的游说能力，而农村居民、农民工、产业工人，往往在利益博弈的政治市场上处于弱势。他们的诉求，没有一个公开、经常的渠道表达，也就没有办法通过政治机制实现收入分配公平。”

     李炯认为，分配公平机制，建立在政治、权力公平基础之上。因此，要限制公权，减少掌握公权的公共部门的隐性收入和隐性福利。对垄断性行业的高管，要在信息方面做出要求，或者说，应提高公共部门和垄断部门收入的透明度，加大社会的监督力度。“如果这方面的改革有重大突破，我们的收入分配改革，才会有实质性的推进。”
记者 黄小星
